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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領導者情緒智力的情境觀點探討部屬對上司的關係品質在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

導對員工作投入的中介效果，以及領導者情緒智力程度的高低在領導型態與關係品質間的干擾

影響。研究樣本來自不同組織的 362 位員工，進行問卷調查驗證研究假設。經線性結構關係模

式 (LISREL) 進行資料分析後發現，轉換型領導對於關係品質有顯著正相關、交易型領導對於

關係品質不顯著；轉換領導對於工作投入有顯著正相關，而交易領導對於工作投入則不顯著。

在情緒智力對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及關係品質的干擾效果則不顯著。另部屬與主管的關係

品質在轉換型、交易型領導與工作投入間的中介效果則部分成立。最後，本研究針對實務管理

意涵與未來研究方向作了一些討論。 

關鍵詞彙：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關係品質，情緒智力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對領導者而言是個充滿挑戰的世紀，過去組織的領導者所面

對的是一個工業時代；一個較穩定的環境，強調控制、競爭關係，以及重視同

質性、一致性與重視事情處理的環境。現今的組織所面對的卻是一個資訊時

代，變化的環境，一個強調授權、合作關係，以及重視異質性、多元性與重視

人際關係的環境。在現今高度知識經濟的時代，領導者不能再以威嚇或權威來

營造領導的環境，意味著領導者必須調整自己的角色與作法，重新思考該如何

不斷藉由設定目標、獎賞激勵員工、留住員工、進而提昇其工作的意願。 

自 1980 年代以後多數有關領導的研究，大致以轉換型領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與交易型領導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為核心概

念。Bass (1990) 認為交易型領導這類型的領導者藉由角色的澄清和工作的要

求來建立目標的方向，依此來引導或激勵其追隨者。相對而言，轉換型領導的

領導者則鼓勵追隨者將組織利益置於個人私利之上，並對追隨者有深厚、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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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Robbins (2001) 提及在組織中員工的態度具關鍵性，因為它會對工作

行為產生影響，從文獻回顧中，發現有關態度上的工作反應一直是研究社會權

力學者的焦點，因此，對工作投入 (job involvement) 的討論也相對受到關注。 
同時近些年來，情緒智力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也廣泛受到各界的重

視，Schutte, Malouff, Bobik, Coston, Greeson, Jedicka, Rhodes, and Wendorf 
(2001) 指出，情緒智力為認識和管理自己情緒的能力，並認為情緒智力具有

建立關係及關係品質兩個特色。Steven, Anthony, and Vanessa (2002) 的研究則

證實情緒智力較高的合作團隊，組織績效較佳，因為在團隊合作過程，情緒智

力愈高者，溝通方式愈和諧，工作伙伴可以在輕鬆愉快的工作環境中，達到組

織目標。因此，對現代企業組織而言，情緒智力已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雖然過去的研究，已有許多學者探討領導型態為員工關係品質的前因變項 (例
如 French and Bell, 1995; Pillia, Scandura, and William, 1999; 謝佩鴛，2000)，
但卻並未探及領導者個人的情境因素在領導型態與關係品質間所可能產生的

干擾影響。因此，為填補過去研究之不足，本研究亦將從領導者情緒智力的觀

點出發，探討領導型態與關係品質間的干擾效果。 

是故，本研究為整合過去學者的論點，從不同的角度導入領導者與部屬

交換理論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LMX) 關係品質的觀點，除了研究

領導型態對員工關係品質及工作投入的影響外，本研究也將探討領導者的情緒

智力對領導型態與部屬關係品質的干擾效果。這是過去學者鮮少討論卻值得深

入瞭解的部分，期望存在其間的某些關係能夠獲得適度釐清，使其在管理學術

及實務上均具參考價值。 

貳‧文獻探討及假設 

一、轉換型領導及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之關係 

在 Downton (1973) 對一般的革命性、改革性與例行性的領導者研究中，

發覺領導者對部屬的影響方式是建立在交易或承諾 (commitment) 兩種不同

的層次上 (林維林，1996)，其中探討部屬承諾 (心理層面) 的領導行為，可視

為是討論轉換型領導的源頭。Bennis and Nanus (1985) 認為轉換型領導者對部

屬的影響力在於領導者與部屬是一種集體關係 (collective)，領導者能了解部

屬的需求 (need) 與慾望 (want)，領導者具有啟動性 (causative)，能夠更新與

創造制度，高度授權部屬，提出願景鼓舞部屬，同時提昇部屬追求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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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與自我實現等價值。Bass (1985) 則認為交易型領導的過程涵蓋：「權宜

獎賞」、「例外管理」兩個重要內涵，權宜獎賞：認為當成員達到領導者的期

望時，領導者即應提供適切的獎賞。例外管理：認為領導者是聚焦於成員不當、

不合群、或妨礙組織發展的行為。在交易型領導中，領導者與成員間之關係是

以互惠為原則，領導者運用磋商、妥協的方法，以滿足部屬的期望和需求，藉

以讓成員對工作投入並達成組織目標。 

Bass (1985) 亦明確指出交易型領導係以物質或經濟的交換為基礎，而轉

換型領導則以社會交換為根本。Dwyer and Oh (1987) 描述信任為關係品質的

特性。Morgan and Hunt (1994) 則認為信任與承諾為夥伴關係中影響成敗關鍵

的角色，從領導者與部屬交換模式的觀點來看，Deluga (1994) 認為領導者會

與每位部屬發展不同程度的交換關係，此種關係持續一段時間後，會進一步形

成高品質或低品質的交換關係。通常處在高品質交換關係的部屬會被領導者視

為內團體，而低品質交換關係的部屬則被視為外團體。再者，基於社會交換法

則，高品質交換關係的領導者會給予部屬高度的信任、互動、支持以及正式或

非正式獎酬，然而，低品質的交換關係則會得到相反的結果。Yukl (1994) 認
為內團體的成員會基於一種回報的心理與領導者建立深厚的關係，因為領導者

可以給予部屬較為有利的結果，例如指派較佳的工作、加薪或特別福利、個人

支持與讚賞等。Tyler and Degoey (1996) 認為領導者與部屬之間存有信任的相

關模式，當部屬與領導者間創造出一種約定關係時，信任即已產生 (亦即，一

種轉換型的關係)。 

而交易型領導在完成領導者所預期之工作後給予部屬喜好或預期之承

諾，本質上可說是一種交換的過程，過程中領導者提供報酬以酬謝部屬之辛勞

與績效，當交換條件不存在，或雙方認知歧異時，對信任便會有所折扣。

Padsakoff, Mackenzie, Moorman, and Fetter (1990) 針對公司企業的部屬，探討

有關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對信任程度、滿意程度及組織公民行為的影響

時，發現信任直接與轉換型領導有關。當員工面對領導者不同的領導型態時，

部屬對上司的信任程度和滿意程度會產生不同的影響。如果領導者的行為在不

同時間、地點都一致，那員工就能預測領導者未來的行為，更重要的是員工會

願意承擔工作或與領導者關係的風險；當員工能預期報酬的心理時，他的工作

表現會受到其對領導者信任程度高低所影響。 

具有企圖心的轉換型或是魅力型領導之領導者經常會期望獲得部屬支

持，來改變目前的現況並準備接受風險，轉換型領導者亦會在智力上刺激部屬

重新思考問題及接受風險 (Pillai, Schriesheim, & Williams, 1999)，而迎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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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實有賴於領導者與部屬間的信任與忠誠關係的強弱；由於領導者未能以相

同方式對待所有部屬，會與不同部屬發展出不同性質的交換關係。當這種關係

形成後，會深切影響領導者與部屬之間互動的行為表現。一般而言，處在高品

質交換關係的部屬會被領導者視為自己人，形成所謂內團體成員；然低品質交

換關係的部屬則被領導者視為外團體成員。顯然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的關係品質

越佳，彼此互信及互敬的程度也會隨之增強，自然形成一種社會交換關係，亦

即部屬願意投入較多的時間與精力協助領導者處理非結構性之工作任務；

Graen and Uhl-Bien (1995) 及 Sparrowe and Liden (1997) 認為主管與員工之間

的交換，會隨著雙方的領導關係演變而有所不同。當雙方的關係品質低時，領

導風格為交易型，接近於監督或管理，為自利導向；若雙方的關係品質高時，

領導風格為轉化型，為關懷導向。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1。 

H1：轉換型領導及交易型領導對關係品質具有正向影響關係，且轉換型領

導對關係品質的影響程度大於交易型領導對關係品質的影響程度。 

二、轉換型領導及交易型領導對工作投入之關係 

工作投入 (Job Involvement) 一詞最早是由 Lodahl 及 Kejner 在 1965 年所

提出，將其工作投入定義為個人認同工作重要性的程度或工作在個人自我印象 
(self-image) 中的重要程度。Bass (1965) 發現工作投入的程度會受到個人所處

的工作情境所影響。Lawler 及 Hall (1970) 則強調工作投入不但受到個人特質

所影響，亦受到工作情境的影響。也就是說，工作投入是兩者互動下所產生的

結果。從參與工作的程度來看，當一個人把心力、時間、興趣等生活重心放在

工作上，其工作投入程度會更高。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當個人可藉由工作表現

而得到自我成就的實現，並受到上司、同僚、下屬、及家人的支持、讚賞與肯

定時，就會對工作更加投入 (Paullay, 1994)。 

侯堂柱 (2001) 以 250 位電子業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轉換式領導對

組織承諾有正向影響；簡嘉誠 (2001) 針對 180 位公私立機構研發部門員工進

行研究發現，轉換式領導對組織承諾有顯著影響，而 Robbins (2001) 指出工作

投入為個人對工作的承諾度，而組織承諾則是個人對組織的承諾度。由於轉換

型領導是領導者與部屬間的影響過程，並且是組織形成動員力量的歷程，能將

組織成員的個別利益，轉化為組織整體的共同利益，使組織成員產生成就動

機；所以轉換型領導對於部屬工作投入的程度會有所影響。而交易型領導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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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投入間雖然存在著交換關係，亦即部屬由領導者處獲得較高的報酬及支持

時，相對地，對於工作的投入也會更高。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2。      

H2：轉換型領導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且轉換型領導與工作投入的影

響程度大於交易型領導與工作投入的影響程度。 

三、關係品質與工作投入之關係 

探討過去學者對工作投入之觀點，大都圍繞在「內在動機」與「外在環

境刺激」兩個主軸。其中內在動機並非來自金錢報償而產生之動機，而是自尊

的感受、個人的成長以及有價值的成就  (Lawler, Hackman, & Kaufman, 
1973)；至於外在特性則包括外在的報償 (例如，升遷機會及金錢報償)、外在

的安慰 (例如，安全感) 以及社會性的安慰 (例如，同事的支持、與上司的關

係)。在領導者與部屬發展不同關係品質的交換過程，部屬對上司表現忠誠並

與上司培養感情兩者均屬心靈層面之互助，基本上是以信任及善意為基礎，傾

向社會交換的關係。在此狀況下，領導者與部屬之互動係建立在情感佳而且忠

誠度高的基礎上。因此，處於高品質的交換關係，對部屬、領導者、工作單位

及組織而言，應具正面之影響，有助部屬對工作的投入。 

就交換關係的概念而論，當領導者與部屬具有較佳的關係品質時，領導

者會給予部屬較多的資源及報酬，相對地，部屬也會付出更多的心血做為回

報。在此種互動進行過程，領導者與部屬彼此吸引的程度亦會隨之增強。因此，

從學理的觀點來看，如果領導者與部屬的人際交換關係品質愈佳，部屬應該會

得到較多的肯定及較高的報酬，無形中應會相對催化彼此的信任與忠誠度，顯

然對部屬的工作投入亦有相當程度的助益。基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3。 

H3：部屬與領導者的關係品質對員工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四、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及關係品質與工作投入

之關係 

Graen and Cashman (1975) 以角色形成系統及社會交換理為基礎，發展出

領導者—成員交換理論 (LMX)，此理論認為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的關係品質良

好時，上司與部屬之間會形成內團體。彼此之間較為親近、具有高度的信任、

互相支持，進而會有較多非正式的往來，並可以擁有所謂的特權。彼此進行的

是社會交換，因此，部屬願意多分擔責任及工作，投入更多的時間和精力，來

回報領導者的「知遇之恩」。相對的，上司與部屬之間關係品質不良時，其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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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會將其部屬視為外團體，互動較少，相互影響力小，彼此之間較不互相信

任，部屬將獲得較少領導者的關注與酬賞。領導者只會透過合法的強制權與有

限的獎賞權，藉此來要求部屬。進行的是一種經濟交換，部屬順從領導者的指

示或要求，互動關係則是建立在正式的威權上，以正式的角色關係對待 
(Dienesch & Liden, 1986)。 

根據 French and Bell (1995) 認為轉換型領導是將組織中成員的個別利

益，轉換成組織整體的利益，同時可以對組織成員產生深遠的影響，更重要的

是能帶領成員朝向一個明確且具體的目標前進，進而達成組織的需求；至於交

易型領導並不能達到轉換組織內部價值的效果，交換過程中僅能透過傳統的獎

懲手段，領導者提供報酬以酬賞員工之辛勞與績。而 Wakabayashi and Graen 
(1984) 的研究指出，領導者與部屬在特殊交換關係上，有些方面的活動，諸

如授與更大的責任與分擔重要職務等，並非在排除領導者與其他部屬發展信

任、支援、互重與彼此忠誠以對的關係後，少數部屬才能表現出來。雖然並非

每位部屬都希望能多擔負責任與獲得晉陞，但重要的是，他們均認為機會均

等，而不是任意地被貶至工作部門中「次等公民」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因

為內團體部屬在組織中陞遷較快、前途也較被看好。 

Pillai, et al. (1999) 以美國、澳洲、印度、哥倫比亞、中東各取 100 多位

MBA 畢業的工作者，進行跨文化之轉換型領導、LMX 理論對員工的工作反

應的影響研究，發現轉換型領導在西方國家，對工作滿足有顯著的影響，而在

問卷調查的五個跨文化地區中，LMX 理論對員工的工作反應都有顯著影響。

謝佩鴛 (2000) 亦指出轉換式領導的人際取向及任務取向與上下關係品質具

有正向相關聯性，在交易式領導的賞罰分明與上下關係品質具有正相關。  

當企業領導者對自己人及外人的互動模式所有差異，員工的工作反應也

因此會有所差異 (Graen & Scandura, 1987; Katz & Kahn, 1978)。被主管歸於自

己人的員工，在此環境下，工作滿足、角色服從性、組織承諾及組織公民行為

皆高，而流動率偏低 (鄭伯壎，1995)。在國外有關垂直對偶模式 (VDL) 的研

究中，高品質的 LMX 會增加員工的生產力 (Graen, Novak & Sommerkamp, 
1982; Scandura & Graen, 1984)。我們可以明瞭關係品質不僅是人際間重要橋

樑，而且是領導者所需具備的美德，領導者與部屬彼此關係品質程度高則有助

於部屬工作投入感提高。因此本研究認為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有直接關係，並

提出假設 4。 

H4：不同型領導能透過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產生正向影響。 

H4-1：轉換型領導能透過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產生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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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2：交易型領導能透過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產生正向影響。 

五、情緒智力與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之關係 

Salovey and Mayer (1990) 將情緒智力定義為：「一種能察覺自己與他人

的情緒，並且能區別情緒的不同，進而處理情緒並運用情緒的訊息，引導自己

思考及行動的能力」。Goleman (1998) 則認為情緒智力是管理情緒刺激的能

力，也能了解他人內心深處的情感，並且能妥善地處理人際之間的關係與衝突

的能力。情緒智力可作為人與人之間關係品質的橋樑，它涉及行為或態度的影

響，亦能正確評估及表達自己與他人的情緒。 

早期的研究 (Bass, 1985; Burns, 1978) 顯示，情緒智力是領導者展現轉型

領導的基礎，轉型領導主要包含領導者與部屬之間強烈的情緒關係。Burns 
(1978) 研究政治人物的領導風格時，提出轉型領導的觀念。他認為轉型領導

是一種領導的過程，在此過程中領導者與部屬經由彼此情感的交互作用，領導

者提昇部屬的工作動機及需求層次，並將個人利益轉化為團體利益，共同追求

組織目標之成長。 

許多學者認為，領導者的情緒智力與轉型領導是有效領導強而有力的資

源 (Bass & Avolio, 1997; Jason, 2000; Yukl, 1999)。Sosick and Megerian1 (1999) 
曾以美國 63 位經理與 294 位資訊科技人員為樣本，探討領導者的情緒智力與

轉型領導風格之關係，結果發現，情緒智力中的內在控制與自我激勵這兩個因

素與自我效能有關，而自我效能卻是轉型領導者的重要屬性。Sosick and 
Megerian (1999) 研究也發現，轉型領導的領導者具下列重要屬性：如人際取

向、隱藏自我、生活意義與目的、內在取向與自我尊重等。上述各屬性與情緒

智力之關係如下：人際取向即等於情緒智力的人際關係管理，人際取向就是要

要求轉型領導者去啟發部屬的自我領導、鼓勵屬下，要將團體的利益優於自我

的利益、激勵部屬要用心思考，且能改變目標；隱藏自我及生活意義與目的乃

是促進情緒智力中的自我知覺的重要屬性；高自我知覺的個人也有高層次的內

在取向思考與生活意義與目的 (Goleman, 1995)，而內在取向和生活意義與目

的均與轉型領導有關。 

Sosik and Megerian (1999) 研究指出，與同事或團體中的成員較和諧的領

導者比不和諧的領導者更有同理心；轉型領導中的自我尊重，包含社交自信和

敏感性，與情緒智力中的同理心有積極相關。Sosik and Megerian (1999) 研究

得知，情緒智力 (包含中、高度自我知覺者) 能促使轉型領導的領導者達成下

列目標： 1.有更高度的自信與自我效能，且能指引成員犧牲個人利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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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利益。2.幫助領導者更仔細了解自己與他人的情緒。3.此了解自己與他人

情緒就是轉型領導中自我激勵的一部份，亦即要提昇個人內控與自我效能之能

力。 
其次，許多學者 (例如 Garnder, 1993; Goleman,1995; Sternberg, 1988) 都

認為成功的領導者應具有多元的智慧能力，這些智慧能力包含認知能力、人際

關係能力或社交能力、應用能力和解決問題的能力。Bean (2001) 認為一個成

功的領導者需具備下列各項能力，其中多數與情緒智力有密切相關，分述如下： 

1.自我管理技能：領導者需要有良好的管理技巧，如自我控制、自我監督、

自我表現、自我剖析、時間管理、壓力管理和自我實現等。 

2.人際關係技巧：不同的領導階層，需扮演不同的角色，需要不同的領導

技巧，高階行政人員應洞悉業務環境、協調各次級團體、善於計畫組織

並據有系統思考的能力。中階管理者應精通團體動力、富責任感、品質

控制、計畫與分配任務的能力。現代領導者具備人際技能與同理心、善

長工作網路與責任感，最重要的是必須善用轉型領導以及激勵他人完成

艱難任務的能力。 

3.主動自發的社會知覺：社會知覺的技巧在於領導者與部屬彼此之交互作

用。一個優秀的領導者要富同理心，並對部屬說明自己個人的信念、企

圖心以及組織的目標。 

4.情緒管理：情緒管理能力相當重要，領導者面對火爆場面能冷靜控制而

不宜爆發自己的情緒。 

5.社會智力、魅力與沉穩：有效的領導者應具有幽默感、樂觀並且高雅。 

6.內在與外在的自我知覺：自我知覺係指個體對自己身心狀態的覺知，優

秀的領導者應具有正確的自我洞察和自我知覺，能正確地了解自己內在

的情緒，使自己的自我知覺與別人對他的認知相符合；歷史上有許多領

導者都因缺乏自我頓悟與自我知覺而聲譽受損。 

綜合上述，領導者的情緒智力顯現在轉換型領導行為有下列因素：1.領導

者的自我知覺，有利領導者做決定、有遠見和強烈的信念；2.情緒管理則是會

考慮他人需求；3.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管理，可積極影響同仁，使同仁思慮更

寬廣，提昇同仁自我學習的能力；4.運用轉換型領導的領導者能發揮同理心，

關心同仁，凝聚共識，達成組織目標。由此可見轉換型領導與情緒智力間關係

之密切，雖在 Bean (2001) 研究中並未提及交易型領導與情緒智力間有假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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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就交易型領導植基於一個交換過程，而過程中領導者提供報酬以酬謝

部屬的辛勞及績效之特性，領導者提供報酬程度部分應與情緒智力有關聯性。

並提出假設 5。 

H5：情緒智力的高低程度對轉換型、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的關係具有干

擾作用。 

H5-1：在高情緒智力情況下轉換型領導對與關係品質將更具正向的影響

作用。 

H5-2：在高情緒智力情況下交易型領導對與關係品質將更具正向的影響

作用。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上述假設彚製本研究架構圖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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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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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項的定義及衡量方法 

(一)轉換型領導 

1.操作型定義：本研究定義轉換型領導為人與人之間的影響過程，藉由領

導者個人的魅力及願景的建立，促使組織及成員的改變，並且能激勵成

員達成組織目標，增加組織成員對組織目標的承諾，同時使成員願為達

成組織目標而付出更大的心力，喚起組織成員的自覺，使組織及成員產

生一個共同努力的目標。 

2.衡量：主要使用之量表係參考美國「The Bass 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Experimental」(Grant, 1996) 加以改編，選取具代表性 19 個

題項。經預試之 Cronbach’s α值達 0.97，表具有相當程度之信度。 

(二)交易型領導 

1.操作型定義：Sergiovanni (1990) 定義交易型領導係領導者與部屬間為互

惠關係，領導者以磋商、妥協之策略，滿足部屬的需求，促使部屬工作

之以物易物式的一種領導。本研究定義為交易型領導是植基於一種利益

磋商與交換的過程，過程中領導者提供報酬以酬謝部屬的辛勞及績效。

也就是領導者認知部屬的需求，對其努力給予獎酬，使部屬獲得立即的

滿足，但對其偏誤則施以糾正或處罰。 

2.衡量：與轉換型量表來源相同，選取具代表性 13 個題項。經預試之

Cronbach’s α值達 0.70，表具有相當程度之信度。 

(三)員工工作投入 

1.操作性定義：所謂員工工作投入係指組織內員工在領導者不同的領導風

格下所可能產生的工作投入結果。 

2.衡量：根據 Kanungo (1982) 及 Paullay, Alliger, and Stone (1994) 的論點，

將員工工作反應界定在「工作投入」範疇加以探討。所謂工作投入是指

個體有認知地對目前工作全神貫注、投入及關心的程度。選取具代表性 7
個題項。經預試之 Cronbach’s α值達 0.93，表具有相當程度之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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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係品質 

1.操作性定義：所謂 LMX 關係品質是指領導者運用職權與部屬發展不同品

質的交換關係程度，LMX 關係品質將包含信任與忠誠兩種。 

2.衡量：主要參考 Dienesch and Liden (1986) 及 Deluga (1994) 的研究量

表，選取具代表性 11 個題項。經預試之 Cronbach’s α值達 0.91，表具有

相當程度之信度。 

(五)情緒智力 

1.操作性定義：Salovey and Mayer (1990) 定義情緒智力為一個人能 夠理

解、處理及運用情緒，使生活更為豐富的能力。 

2.衡量：主要依據 Salovey and Mayer (1990) 的 33 項情緒量表修訂本研究

所需問卷，選取具代表性 11 個題項。經預試之 Cronbach’s α值達 0.92，
表具相當程度之信度。 

上述問卷採用 Likert 5 點尺度來衡量，受測者依題意填答個人對問題的同

意度，由「非常不同意」、「有點不同意」、「沒意見」、「有點同意」至「非

常同意」，依次以 1、2、3、4、5 給分計算。 

三、抽樣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為衡量工具，經由文獻探討，確定觀念性架構與研究變項

之操作性內涵，再根據研究目的，以選取適當之問項。採用配對式問卷，即將

受測對象區分為兩群，分別為部屬及主管，部屬主要填答部分包含評估主管的

領導型態及上下的關係品質程度，主管填答部分針對本身的情緒智力及部屬的

工作投入程度來做評量，就衡量項目的適切性進行討論，以完成符合內容效度

要求之問卷初稿。 

問卷於九十二年十二月中旬實施預試，發放陸軍總部通信電子資訊署 10
份、七二通信兵群 20 份，以及南山人壽 10 份，共發出 40 份；回收 40 份，經

檢視填答不完整等無效問卷 8 份外，總計有效問卷 32 份。為瞭解各變項之內

部一致性信度係數，即將預試問卷進行信度分析；各變項之 Cronbach’s α均

達 0.7 以上。本研究正式問卷的研究對象選取方面，採立意抽樣，儘量包含各

層面且跨越不同領域，主要透過人際關係並委請各抽樣單位聯絡人進行「代發

代收」，於民國九十三年一月初以親自發交聯絡人委請發放之方式施測，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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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450 份問卷，回收 398 份，扣除填答不完整及隨意作答等無效問卷 36 份，

總計回收有效問卷計 362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80%。 

四、樣本結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轉換領導與交易領導在關係品質、工作投入間的關聯

性，以及主管的情緒智力對於轉換領導和交易領導與關係品質間之影響。因此

研究對象包含各種不同工作性質之組織員工，由回收有效樣本 362 份進行基本

資料統計分析結果如下所示： 

(一)性別 

回收的主管問卷之中，主管為男性的比例達 68.5%，女性則為 31.5%，但

是部屬的資料中，卻發現部屬的男、女性比例接近 1：1，顯示受訪的部屬性

別分配接近平均。 

(二)學歷 

就教育程度而言，研究發現主管的教育程度大多集中在大學畢業，部屬

的教育程度大多集中在專科畢業。 

(三)婚姻 

在婚姻狀況方面，主管的婚姻狀況集中於已婚有子女佔有 67.4﹪的比例，

而部屬的婚姻狀況則是集中於未婚佔有 54.4%的比例。 

(四)工作性質 

在工作性質方面，主管的工作性質以從事服務性質工作者最多佔有 32﹪
的比例，從事生產製造工作的人次之佔有 23.2﹪的比例，其後依序為行政及其

他、研發、醫護、教職；部屬的工作性質以從事服務性質工作者最多佔有 29.8
﹪的比例，從事生產製造工作的人次之佔有 22.7﹪的比例，其後依序為行政、

其他、研發、醫護。 

(五)年齡 

在年齡層方面，主管的年齡層集中於 30-39 歲之間最多佔有 43.6﹪的比

例，其 40-49 歲之間次之佔有 31﹪的比例；部屬的年齡層則是集中於 21-29
歲之間最多佔有 51﹪的比例，其 30-39 歲之間次之佔有 31.5﹪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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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資 

在年資方面，主管的年資集中於 10 年以上最多佔有 30.4﹪的比例，其 5-10
年之間次之佔有 24.3﹪的比例；部屬的年資則是集中於 1-3 年之間最多佔有

36.4﹪的比例，其 3-5 年之間次之佔有 19.1﹪的比例。  

(七)年薪 

在年薪方面，主管的年薪以 91 萬以上者最多佔有 38.1﹪的比例，其 51-70
萬之間次之佔有 30.4﹪的比例；部屬的年薪則是集中於 31-50 萬之間最多佔有

44.8﹪的比例，其 51-70 萬之間次之佔有 24.9﹪的比例。 

五、問卷信度與效度分析 

在有效問卷建檔後，量測問卷所測得分數的可信度或穩定性，無關量測

結果是否正確，只考慮測量本身是否穩定而且結果是否可靠，亦即測量結果是

否具一致性問題。Nunnally (1978) 的看法 Cronbach’s α信度係數大於 0.7 者

為佳，若小於 0.35 則不具信度，應予以調整或拒絕。Wortzel (19790 則認為

Cronbach’s α係數介於 0.79 至 0.96 之間，都可算是高信度值。表一為本研究

正式問卷各構面的信度係數統計表，從表中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係數均高

於 0.71 來看，顯示本研究量表之信度應屬可接受範圍之內。 

表一   正式問卷 Cronbach’s α 
研究變項 題號 題數 Cronbach’s α 

轉換型領導 1 至 19 19 0.96 

交易型領導 20 至 32 13 0.87 

關係品質 33 至 43 11 0.91 

情緒智力 1 至 11 11 0.79 

工作投入 12 至 18 7 0.83 

為進一步瞭解整體在因素與衡量題目間之內在一致性及配適度情形，以

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以檢視各變項與相應題目之間的配適度 (GFI) 以及

內在一致性。使各變項構面能達到合理配適要求，由表二分析結果 GFI 值為 
0.93，AGFI 值為 0.89，RMSEA 值為 0.027，顯示模型配適度良好，其中各

構面之複合信度 (CR) 值則介於 0.78～0.96 之間，均大於 0.7 以上。由以上分

析結果顯示，本問卷量表已符合一般判定係數水準，具有相當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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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正式問卷之驗證性分析 
建構名稱 題數 CR 配適度值 

轉換型領導 19 0.96 

交易型領導 13 0.88 

關係品質 11 0.91 

情緒智力 11 0.78 

工作投入 7 0.81 

GFI=0.93 

AGFI=0.89 

RMSEA=0.027 

此外本文進行收斂效度 (CV) 之計算。以檢視本研究量表的效度，結果

詳如表三所列。從表中可看出各構面衡量項目負荷量之所有 t 檢定值均高於 2
的顯著水準，顯示本研究量表具有相當程度的收斂效度。為瞭解各構面間之區

別效度，本研究採 Anderson & Gerbing (1989) 的建議，將兩兩構面間的相關

係數設為一，與整體模型比較其配適度，研究結果發現 值均大於 3.84，

達到區別效度的標準。  

2χΔ

表三   正式問卷之收斂效度負荷量 t 檢定值 
建構名稱 題數 負荷量 t-value 

轉換型領導 19 0.68~0.78 10.97~14.61 

交易型領導 13 0.34~0.80 5.94~12.76 

關係品質 11 0.36~0.86 6.72~16.94 

情緒智力 11 0.27~0.77 4.66~7.04 

工作投入 7 0.44~0.76 7.55~12.79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相關分析 

本研究問卷題項包括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關係品質、工作投入以

及情緒智力五部分。有關各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係數如表四所示；由

表中看出各變項間都呈現顯著正關係；顯示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

質及工作投入及情緒智力間存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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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相關係數矩陣表 
變項構面 1 2 3 4 5 

1.轉換型領導 (0.96)     

2.交易型領導 0.76* (0.87)    

3.關係品質 0.82* 0.72* (0.91)   

4.情緒智力 0.20* 0.13* 0.19* (0.79)  

5.工作投入 0.22* 0.23* 0.23* 0.33* (0.83) 

平均數 2.70 2.16 2.55 2.02 2.10 

標準差 0.53 0.34 0.48 0.24 0.47 

註：1.*p<0.05    2.( ) 內表 Cronbach’s α值 

二、假設路徑的驗證結果 

雖然相關分析顯示轉換型與交易型領導、關係品質和工作投入，以及情

緒智力間具有某種程度之顯著相關，但為進一步瞭解這些變項間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以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LISREL) 來分別驗證轉換領導、交易領導、關

係品質和工作投入等各變項間的影響關係，以及領導者情緒智力在轉換型領

導、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間的干擾效果。 

本研究假設路徑的驗證結果如表五及圖二所示。其中估計參數 t 值之絕對

值若大於 2 時，表示已達 (α＝0.05) 顯著水準。茲將假說驗證結果分項說明

如後： 

表五   假設路徑驗證結果 

因果路徑 變項關係 ML 估計值

(標準化值) t 檢定值 假設符號 驗證結果

ξ1→η1 1.轉換領導→關係品質 (γ11) (H1-1) 0.79 14.90* ＋ 成立 

ξ2→η1 2.交易領導→關係品質 (γ12) (H1-2) 0.17 1.60 + 不成立 

ξ1→η2 3.轉換領導→工作投入 (γ21) (H2-1) 0.43 2.02* ＋ 成立 

ξ2→η2 4.交易領導→工作投入 (γ22) (H2-2) -0.01 -0.08 ＋ 不成立 

η1→η2 5.關係品質→工作投入 (β21) (H3) 0.78 3.30* ＋ 成立 

註：1.若∣t∣≧2 表該估計參數達顯著水準。 
2.χ2=90.41，df=1， GFI=0.89 ，AGFI=0.85，RMSEA=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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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領導 

情緒智力 關係品質 

交易型領導 

工作投入 

0.43* 

-0.01 

0.79* 

0.17 

0.78* 

 
註：　       顯著路徑　 　 　 　 不顯著路徑　 *  |t|≧2,  p<0.05 

圖二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路徑圖 

(一)轉換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對關係品質的影響 

由表五中轉換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對關係品質之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轉

換型領導對關係品質影響之 t 檢定值為 14.90，達正向顯著水準；而交易型領

導對關係品質影響之 t 檢定值為 1.60，則未達顯著。顯示轉換型領導者會藉由

激發部屬重新思考及接受風險，而接受風險挑戰的關鍵因素在於領導者與部屬

間關係品質程度的高低，其關係品質程度越高，彼此互信及互敬程度也會隨之

增強，亦即部屬願意投入較多的時間與精力協助領導者處理事情。而交易型領

導者則可能由於著重監督與管理，過於強調如何促使成員達成組織的目標，與

部屬的關係純以利益交換為條件，因而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的信任與忠誠關係品

質相對微弱。 
另外，為瞭解轉換型領導型與關係品質的正向影響程度大於交易型領導

與關係品質的正向影響程度，本研究以LISREL設定γ11與γ12路徑相等再與原

路徑比較，結果顯示 Δχ2＝2.26，Δdf＝1 並未達顯著水準，所以γ11＞γ12之

假設預期並未獲得支持。因此，由以上研究結果來看，本研究假設 1 僅獲得部

分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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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換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對工作投入的影響 

表五顯示轉換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對工作投入之影響路徑γ21=0.43、t檢
定值為 2.02 達顯著水準，另γ22= -0.01、t檢定值為-0.08 未達顯著水準。顯示

轉換型領導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而交易型領導對工作投入之則未具正向

影響關係。一個比較合理之解釋可能為由於轉換型領導的方式為領導者與部屬

間的影響過程，在互動過程中，領導者以身作則彈性處理事情，部屬因崇敬而

信頼領導者，藉以建立員工自信心，進而使員工承諾積極達成目標，形成組織

動員的力量，將組織成員的個別利益，轉化為組織整體的共同利益，進而使組

織成員產生成就動機以提升工作投入的程度。 

然而交易型領導與工作投入間存在著交換關係，亦即交易型領導者透過

傳統的獎懲來促使員工完成任務，在這關係中領導者所提供給部屬獎賞及支持

與希望獲得產生差距，因此對工作投入的程度無法愈高。另探討轉換領導與工

作投入的正向影響程度大於交易領導與工作投入的正向影響程度，本研究亦以

LISREL設定γ21與γ22路徑相等再與原路徑比較，結果 Δχ2＝73.28，Δdf＝
1 呈現顯著，所以γ21＞γ22成立。因此，檢驗結果顯示轉換型領導對工作投

入具有正向影響，同時轉換領導對工作投入的影響程度大於交易領導與工作投

入的相關程度之假設也獲得支持，但是交易型領導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卻不明

顯，因此本研究假設 2 僅獲得部分支持。 

(三)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的影響 

表五中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之檢驗結果，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之係數

β21=0.78、t檢定值為 3.30 達顯著水準，所以本研究假設 3 獲得支持。顯示組織

中員工與領導者關係品質為高品質時，部屬會更願意承擔工作。亦即在互動過

程中，部屬與上司的關係品質為高品質時，部屬會付出更多的心血做回報，於

是其工作投入便會提高。 

(四)轉換型、交易型領導透過關係品質對工作投入的影響 

為驗證關係品質於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對工作投入影響間是否扮演

中介角色的假設，本研究運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 (LISREL) 內之路徑模式 
(path model) 分析驗證其中介效果；並採用巢狀模式分析法 (nested-model 
analysis) 來探討上述變項間之關係。根據 Bentler and Bonnet (1980) 指出，透

過巢狀模式分析可以瞭解各模式的配適情形，進而挑選出最佳的配適模式，本

研究以原假設模式做為理論模式，而刪除假設路徑後的模式做為限制模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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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為理論模式逐一與限制模式比較，針對每次產生Δχ2 值進行卡方差異檢

定，進一步釐清各假設路徑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中介效果巢狀模式分析比較

結果如表六。在巢狀分析法中提出了四種模式，模式 1 為虛無模式 (Null 
model)，假設外生變數 (Exogenous) 與內生變數 (Endogenous) 間無任何關

係，即指各變項間的關係路徑都不存在的模式；模式 2 為直接模式 (Direct 
model)，指轉換領導、交易領導、工作投入各變項間存在顯著影響路徑之模式；

模式 3 為完全中介模式 (Completely mediating model)，乃驗證關係品質的效果 
(即排除直接模式之效果)；模式 4 為部分中介模式 (Partially mediating model)，
將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對工作投入之直接模式加上關係品質的完全中介模

式。 

表六   中介效果巢狀模式之比較分析 
模式 χ2 df △χ

2 △df GFI 

模式 1 (虛無模式) 321.55 6 --- --- 0.69 

模式 2 (轉換領導直接模式) 195.03 2 126.52*** 4 0.73 

模式 3 (轉換領導完全中介模式) 140.09 2 181.46*** 4 0.86 

模式 2 (交易領導直接模式) 92.06 2 229.49*** 4 0.89 

模式 3 (交易領導完全中介模式) 90.42 2 231.13*** 4 0.89 

模式 4 (部分中介模式) 90.41 1 231.14*** 5 0.89 

註：1.模式間比較以模式 1 為基準 2.*表 p<0.1,** p<0.05,*** p<0.01 

從表六中可以看出，模式 2、3、4 分別對模式 1 的卡方差異檢定均為顯

著，顯示直接中介模式、完全中介模式、部分中介模式皆具有足夠解釋能力。

先以模式 3 與模式 4 進行卡方差異檢定，其中轉換型領導△χ2 =49.68、△

df=1、p<0.01，表示兩者之間存在顯著差異，而；其次，轉換型領導比較模式

2 與模式 4 的卡方差異檢定，也呈顯著差異 (△χ2 =104.62、△df=1、p<0.01)，
因此接受存在部分中介效果。亦即表示轉換型領導會透過關係品質影響員工工

作投入，同時轉換型領導亦會直接影響員工工作投入。 

因此，由上述驗證結果可以得知轉換型領導會透過關係品質的中介作用

而影響工作投入，所以假設 H4-1 是成立的。另交易型領導模式 3 與模式 4 進

行卡方差異檢定，交易型領導△χ2 =0.01、△df=1、p>0.10，表示兩者之間存

在無顯著差異；其次比較模式 2與模式 4的卡方差異檢定，也未呈顯著差異 (△
χ2 =1.65、△df=1、p>0.10)，因此不接受存在部分中介效果。因此，驗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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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得知交易型領導不會透過關係品質的中介作用而影響工作投入，所以假

設 H4-2 是不成立的。 

(五)情緒智力對轉換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的干擾效果 

在驗證情緒智力的干擾效果的檢定上，本研究採用Jaccard and Wan (1996) 
所建議multi-group的方式，首先將全體樣本區分為高情緒智力與低情緒智力，

做法為將情緒智力此一變項加總後的分數予以排序，並取中位數作為分群的標

準；接著以這兩群樣本作為理論模式，在未給予任何限制的條件下，進行

LISREL結構化模式驗算，以求得兩群的標準結構係數值及χ2值，接下來將所

要驗證是否具干擾的路徑設定為相同，如要驗證情緒智力是否會干擾轉換型領

導→關係品質間的關係時，將兩模式中轉換型領導→關係品質的路徑設為相

同，以此為限制模式，在重新計算出χ2值，若χ2值假設模式與限制模式間產

生顯著改變時，即表示該路徑在高情緒智力與低情緒智力間具有顯著差異，顯

示情緒智力在所驗證的路徑中是具有干擾效果的，驗證結果詳如表七。 

表七   干擾效果路徑分析驗證結果 
標準結構係數值 

假設路徑 
低情緒智力 高情緒智力 

Δχ2 驗證假設 

1.轉換領導→關係品質 (γ11) 0.59* 0.66* 0.05 不支持 

2.交易領導→關係品質 (γ12) 0.33* 0.40* 0.06 不支持 

註：1.假設模式驗證結果，χ2值=192.80，df=2，GFI=0.78。 
2.Δχ

2值分別檢定*P＜0.1、 **P＜0.05、***P＜0.01 的結果。 
3.本研究僅假設情緒智力對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彼此間的干擾效果，其餘

路徑未在本研究中探討，故不給予標示。 

從表七中可看出，轉換型領導→關係品質這條路徑在引入情緒智力的干

擾效果後，兩群體間產生顯著性的改變，不過因為兩者的標準化係數值均為正

數 (分別為 0.59 及 0.66)，且Δχ2 值並不顯著，因此情緒智力的干擾效果並

未發揮作用，推論其原因，一種可能是轉換型領導→關係品質的直接效果太

弱，而使得情緒智力未能發揮正向干擾的效果。另外，交易型領導→關係品質

在引入情緒智力的干擾效果後，兩群體間也產生顯著性的改變，不過同樣因兩

者的標準化係數值均為正數 (分別為 0.33 及 0.40)，且Δχ2 值也並不顯著，

所以情緒智力的也未發揮其干擾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應該也是交易型領導→

關係品質的直接效果太弱，而使得情緒智力未能發揮正向的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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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論與結論 

一、討論 

本研究主要探討轉換型及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工作投入之關係，同

時也對領導者的情緒智力是否在轉換型及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間扮演干擾

角色進行瞭解。就整體模型假設檢定的結果來看，轉換型領導對工作投入具有

正向的影響，且其對工作投入的影程度響顯著大於交易型領導；同時，轉換型

領導也會透上司與部屬的關係品質來影響員工工作投入的程度。至於交易型領

導預期也會對於工作投入及透過關係品質影響工作投入的假設，則未獲實證資

料的支持。此外，研究結果也顯示，關係品質並未在不同的領導型態與關係品

質間扮演干擾的角色。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轉換型領導藉由發展組織成員的認同及追求

其所創造的共同願景，而能夠直接影響員工的工作投入；同時轉換型領導也能

獲得員工的信任與忠誠，而間接透過此一良好之上司—部屬的關係品質，進而

影響員工對工作投入的程度。主要由於轉換型領導的方式，在領導者與部屬間

的互動過程中，領導者能以身作則，彈性處理事情；部屬則因崇敬而信頼領導

者，因而領導者能夠成功轉化部屬的內在價值，形成組織動員的力量，使組織

成員產生成就動機進而提升對工作投入的程度。就轉換型領導能為員工帶來較

為正向的影響結果來看，此一結果與過去 French and Bell (1995), Pillai et al. 
(1999), 候堂柱 (2001), 簡嘉誠 (2001) 等人的研究頗為一致，只是與過去研究

不同的地方，在於本研究焦點集中在轉換型領導對員工工作投入程度的影響，

而過去研究則是較聚焦在轉換型領導與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等構面之影響關係

的討論。 

相對的，由於交易型領導在領導者的領導過程中，領導者是以提供報酬

作為酬謝部屬之辛勞與績效，領導者與部屬間存在的只是利益交換的關係，因

此，當彼此交換條件不存在，或雙方認知歧異時，彼此間的信賴與忠誠的關係

品質將不復存在，對員工工作投入也不較會產生正面影響作用，甚至可能出現

負向的影響結果。這也極可能在本研究結構方成模式的檢驗中，交易型領導與

關係品質及工作投入的影響檢驗結果呈現不顯著，甚至對於工作投入的檢驗出

現負值的請況 (γ22=-0.01, p>0.05) 。所以此種存在交易型領導與工作投入間

的利益交換關係，領導者以傳統的獎懲來促使員工完成任務，相對於轉換型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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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藉由共同願景創造的方式，而較無法產生激勵的動機進而影響員工對工作

投入程度的提升。 
至於領導者的情緒智力在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間的干擾

作用上，實證結果顯示領導者的情緒智力在轉換型領導、交易型領導對關係品

質間的干擾作用皆未達顯著水準，亦即轉換型領導並不因領導者本身情緒智力

程度之高低，而影響其對領導者與部屬間的關係品質，此意味著在轉換型領導

型態下，領導者與部屬間己有某一程度的關係品質存在，此時領導者的情緒智

力的高低並不會有干擾與強化的效果，部屬會在其所服務的組織中肯定自我價

值，進而會發自內心地為組織犠牲奉獻一己之力，不會影響他與上司間的關係

品質程度。而在交易型領導型態下，領導者與部屬間的關係品質是建立在資源

交換的行為上，因此領導者的情緒智力程度的高低，在交易型領導與關係品質

間並無顯著的干擾作用。 

二、管理意涵 

綜合驗證結果與上述結論可以瞭解領導者無法透過物質誘因或懲罰手段

來激勵部屬達成目標，此作法會讓部屬產生反抗的情緒，唯有以激勵、引導組

織成員學習，塑造不斷超越自我的信念，才是企業組織永續經營的不二法門；

另外部屬在組織內會扮演何種角色、是積極或消極，會取決於領導者與部屬之

間的關係品質而定，尤其當上下間的權力差距愈大時，部屬對上司的依賴也愈

大，因為部屬需依賴上級獲得各種資源及升遷、調薪等獎勵，以滿足需求；所

以本研究認為公平、公正、公開的績效評估機制在管理效果上是具影響力的。 

任何一種領導型態，皆有其不同層面的考量與運用，因此，無所謂最佳

的領導型態，只有最適合的領導型態，就交易型領導而言，領導者僅透過傳統

的獎酬與懲罰手段，來促使部屬完成其既定任務，並達成組織目標。當部屬對

獎酬與懲罰產生認知差距或反抗心理不認同時，則較難展現對工作投入的積

極，因此，主管在領導行為的表現上應做適度的調整，此一調整並非就其領導

型態進行改變，而是依照不同情境，對於自己人和外人在各種領導行為上，運

用不同領導策略，而非以一成不變的領導行為的表現於自己人或外人身上。如

此，才能真正達到領導的效果。 

在領導者與部屬的互動過程中，身為領導者應考量與部屬關係的差異

性，部屬能得到領導者較多的肯定及較佳的升遷機會，會刻意對領導者展現絕

對信任與忠誠，然而此種並非發自內心的表面信任與忠誠，目的乃在滿足其個

人一己之利，完全無助組織整體未來的發展。所以領導者對於不同屬性的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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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相應的權宜措施，尤應加強彼此溝通交流及密切的互動，建立互信的人際

網絡機制，強化激勵與溝通的社交整合能力，期使雙方的關係品質能有效提

昇，進而促使部屬能全心投入工作，共創核心競爭力，引領組織永續發展。 

三、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係以不同的組織員工做為研究對象，希望藉由過去文獻的基礎來

探討轉換型領導或交易型領導對關係品質及情緒智力與工作投入之間的關聯

程度。過程中雖然力求研究的嚴謹度，例如為避免共同來源變異 (common 
method variance)，本研究領導型態與上下關係品質變項由部屬填答，而情緒智

力與工作投入變項則由主管填答，但仍然無法嚴格控制填答者可能存在社會讚

許 (social desirability) 之心向反應所產生的填答偏誤 (Edwards, 1957)。另外，

對於領導型態影響部屬行為的情境因素，本研究僅著重在領導者情緒智力因素

來進行探討，結果並未獲得實證資料的支持。而許多研究顯示，自我警覺 
(self-monitoring) 之人格特質與經理人工作動機與升遷機會有關，高度自我警

覺者會是相當出色的管理者 (例如 Kilduff & Day, 1994)，所以未來研究可考量

嘗試將自我警覺人格特質列為情境因素來加以探討。 

四、結論 

總之，本研究主要探討轉換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對員工關係品質與工作

投入的研究，並探討情緒智力在不同領導型態與關係品質間的干擾效果。研究

結果顯示，相較於交易型領導，轉換型領導的方式，無論在員工關係品質的提

升，工作投入的表現，都有明顯的影響效果，意味著管理者在領導方式的採用

上，採取轉換型的領導方式應該較能收到有效的結果。本研究結果除了有助於

此一領域知識的累積之外，更可作為管理實務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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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eadership Styl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Job Involvement 
GOU-FONG LIAW, RUEY-WEN JANG, YUNG-SHUE WANG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leadership styles and job involvement. Also,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different 

leadership styles for employee’s relationship quality was explored. There were 362 observations sampled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The LISREL modeling was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First, we found that while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transform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loyee’s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job 

involvement,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transact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m. Seco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ere not foun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styles and employee’s 

relationship quality. Thir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employee’s relationship quality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job involvement were partially exited. Finally,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findings and further study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relationship quality, 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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